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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防止返贫是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
 

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
 

本文基于西部地区X省

10
 

322份农户调查问卷,
 

从家庭禀赋差异和政策干预因素两个视角,
 

利用Logistic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农村家庭相对贫

困的影响因素和典型特征.
 

结果表明:
 

①
 

当前政策背景下,
 

西部地区农村宜采取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0%作为相对贫困线.
 

②
 

一般村和脱贫村相对贫困发生率、
 

相对贫困深度、
 

相对贫困强度较为相似;
 

不同类型农户

中,
 

稳定脱贫户相对贫困发生率最低,
 

其次为一般户,
 

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
 

这两类农

户的相对贫困深度和强度均高于其他农户.
 

③
 

相对贫困的产生与家庭禀赋、
 

政策因素相关,
 

一般户与建档立卡户、
 

一

般村与脱贫村的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大体一致.
 

基于上述结论,
 

要针对一般户、
 

稳定脱贫户、
 

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

贫户等群体分别制定帮扶政策,
 

并积极构建合理的公共资源分配体系,
 

注重帮扶政策实效性,
 

多维改善农户家庭禀赋

以提升其增收能力和生计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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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enting
 

poverty
 

return
 

is
 

the
 

key
 

to
 

achieve
 

a
 

historic
 

shift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used
 

10
 

322
 

micro-farmer
 

questionnaires
 

from
 

X
 

province,
 

a
 

western
 

region,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households􀆳
 

relative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ndowment
 

differences
 

and
 

policy
 

intervention
 

factors,
 

using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Under
 

the
 

current
 

policy
 

back-
ground,

 

40%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local
 

rural
 

residents
 

should
 

be
 

taken
 

as
 

the
 

relative
 

poverty
 

line
 

in
 

western
 

rural
 

areas.
 

②
 

The
 

incidence,
 

depth,
 

and
 

intensity
 

of
 

relative
 

poverty
 

in
 

general
 

villages
 

and
 

poverty
 

relief
 

villages
 

are
 

relatively
 

similar.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households,
 

the
 

incidence
 

of
 

relative
 

poverty
 

among
 

stable
 

households
 

that
 

have
 

lifted
 

out
 

of
 

poverty
 

is
 

the
 

lowest,
 

followed
 

by
 

ordi-
nary

 

households.
 

The
 

incidence
 

of
 

relative
 

poverty
 

among
 

unstable
 

households
 

that
 

have
 

lifted
 

out
 

of
 

pov-
erty

 

and
 

marginalized
 

households
 

that
 

are
 

prone
 

to
 

poverty
 

is
 

relatively
 

high.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
tive

 

poverty
 

depth
 

and
 

relative
 

poverty
 

intensity
 

of
 

these
 

two
 

types
 

of
 

rural
 

households
 

are
 

relatively
 

seri-
ous.

 

③
 

The
 

generation
 

of
 

relative
 

poverty
 

is
 

related
 

to
 

family
 

endowment
 

and
 

policy
 

factors,
 

and
 

the
 

influ-
encing

 

factors
 

of
 

relative
 

poverty
 

are
 

generally
 

consistent
 

between
 

ordinary
 

households
 

and
 

poverty
 

relief
 

households,
 

and
 

between
 

ordinary
 

villages
 

and
 

poverty
 

relief
 

village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assistance
 

policies
 

for
 

normal
 

households,
 

stable
 

households
 

that
 

have
 

lifted
 

out
 

of
 

poverty,
 

unstable
 

households
 

that
 

have
 

lifted
 

out
 

of
 

poverty,
 

and
 

marginalized
 

households
 

that
 

are
 

prone
 

to
 

poverty,
 

actively
 

build
 

a
 

reasonable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id
 

policy,
 

and
 

improve
 

the
 

endowment
 

of
 

farmers􀆳
 

familie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to
 

enhance
 

their
 

income
 

growth
 

capacity
 

and
 

livelihood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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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
 

农

村扶贫开发工作进入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治理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要求,
 

防止

返贫是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的关键[1].
 

在更高标准上缓解相对贫困,
 

逐步缩小居民收入

和消费水平差距,
 

是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一环[2].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设立衔接过渡期”,
 

过渡

期内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同时确定了政策渐进退出的原则.
 

为防止脱贫人口返贫而延续下来的帮扶政

策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是否同样有效,
 

享受了不同帮扶政策的家庭在相对贫困上的表现如何,
 

准确回答这

些问题对于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相对贫困具有多维性特点[3-4],

 

根据中国住户调查数据测算,
 

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严

重,
 

山区居民比非山区居民贫困状况更甚,
 

少数民族地区比汉族地区更为贫困[5],
 

因地理环境、
 

资源禀赋

和社会经济差异,
 

这些地区低收入人群防止贫困和持续增收的任务更为严峻,
 

成为未来相对贫困治理的重

点.
 

本文选取的X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
 

集大城市、
 

大农村、
 

大山区、
 

大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于一体,
 

是研

究西部地区相对贫困的代表性区域和典型样本.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分析

一般认为,
 

影响相对贫困发生的因素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6].
 

以个体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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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作用,
 

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影响贫困发生概率[7],
 

家庭禀赋是整个家庭及家庭成员能够共同利用的资

源与能力[8],
 

农村居民的禀赋差异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9],
 

而收入又与资源可得性密切相

关[10].
 

一方面,
 

资源可得性差距作为一种客观存在,
 

表现为低收入人群经济、
 

教育、
 

健康等多维度的相对

剥夺;
 

另一方面,
 

这种客观差距会引发主观上的心理落差,
 

进而引起低收入人群的相对剥夺感.
 

根据

Townsend[11]的理论,
 

相对剥夺与相对剥夺感是相对贫困的直接来源,
 

因此相对贫困的生成路径可以被概

括为“家庭禀赋差异—资源可得性差距—相对剥夺—相对贫困”和“家庭禀赋差异—心理差距—相对剥夺

感—相对贫困”两个方面.
有学者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了相对贫困家庭不仅与户主、

 

家庭等个体特征相关,
 

还

与村庄(社区)、
 

地区等结构因素相关[12-13].
 

中国农村减贫的特殊性在于,
 

扶贫政策对于农村贫困的强干预

特征十分明显,
 

往往被视为阻断贫困生成和传导的重要外部因素.
 

家庭禀赋差异到相对贫困的两条生成路

径都是在一定的政策环境下运行的,
 

因此在探寻和验证相对贫困影响因素时,
 

需要向家庭禀赋差异溯源,
 

同时考虑政策干预的影响.
在家庭禀赋差异上,

 

本文选取家庭人口特征、
 

经济特征和发展特征三个维度,
 

这些特征不仅涵盖了农

村家庭的现实情况,
 

也涉及可能影响其未来发展的能力因素,
 

使分析和预测更具综合性和前瞻性.
 

政策干

预因素的选取充分考虑脱贫攻坚时期的政策延续性和当前防返贫监测帮扶工作重点领域,
 

同时也关注农户

的政策获得感.
 

家庭禀赋和政策干预视角下的相对贫困生成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家庭禀赋和政策干预视角下的相对贫困发生机制

1.2 研究假设

不同家庭特征及政策干预因素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存在理论上的相关性,
 

而其相关方向是理论研究和

政策调整关注的重点,
 

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的分析侧重对现状的描述,
 

呈现的结论仅代表相关关系.
1.2.1 家庭禀赋差异与相对贫困

(1)
 

家庭人口特征

农户家庭人口异质性是指基于农户个体差异而延伸出的不同家庭特点,
 

如家庭人口数量、
 

家庭人口结

构、
 

家庭代际关系等,
 

已有微观实证案例证明了家庭人口特征对于贫困的影响[14].
 

家庭人口规模大可能带

来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
 

更多的劳动力人口能够提高家庭收入,
 

另一方面,
 

人口基数也会增加支出负担.
 

因此,
 

仅通过人口规模指标难以衡量家庭人口特征与相对贫困的关系.
 

而影响这两种可能产生的决定性因

素在劳动力,
 

即劳动力在家庭中占比越高,
 

家庭人口的增收效应越强.
 

因此,
 

在该维度下考虑劳动力占比

这一指标.
 

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都属于非劳动力人群,
 

对于家庭增收的贡献远远低于劳动力人口,
 

且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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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的患病率较高,
 

少年儿童的基本生活支出较大,
 

都可能加剧家庭相对贫困程度.
 

家庭人口特征维

度有以下假设:
假设1a:

 

劳动力占比越大,
 

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假设1b:

 

少年儿童数量越多,
 

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假设1c:

 

老年人口数量越多,
 

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2)

 

家庭经济特征

对现阶段的中国农村而言,
 

相对贫困的理解中仍要持有“贫”的绝对内核[15],
 

收入高低至今仍是衡量农

户贫困与否的普遍性指标,
 

家庭经济的其他特征也很可能成为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
 

在家庭经济特征维

度,
 

考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16]、
 

享受低保金额、
 

家庭信贷情况[17]、
 

农用机械数量[18]4个解释变量.
 

在主要

收入来源方面,
 

一般认为,
 

工资性收入较之生产经营性、
 

财产性收入更具有稳定性,
 

转移性收入虽然也较

为稳定,
 

但其主要来源于政策兜底,
 

对其依赖性往往反映了农户内生动力不足[19].
 

工资性收入较高的家庭

抵御相对贫困风险的能力较强,
 

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较低.
 

农村低保是转移性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无劳动力家庭和弱劳动力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
 

也是解决绝对贫困的兜底措施,
 

但其与相对贫困的相关

性仍有待探讨,
 

就其对家庭收入的直接补充特点而言,
 

更可能与相对贫困存在负向相关关系.
 

家庭信贷方

面,
 

信贷在短期内能够缓冲由教育、
 

医疗等产生的大额开支,
 

长期来看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已

有研究表明增加信贷可得性能缓解居民静态贫困和贫困脆弱性[20].
 

考虑农用机械数量是为了衡量家庭固

定资产对相对贫困的影响,
 

较多的生产运输工具往往意味着较高的家庭生产力,
 

部分生产工具还可以提高

农产品附加值.
 

家庭经济特征维度有以下假设:
假设1d:

 

农村家庭的收入比重越倾向于工资性收入,
 

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越倾向于转移性

收入,
 

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假设1e:

 

农村家庭享受低保金额越高,
 

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假设1f:

 

有信贷的农村家庭发生相对贫困的可能性更小.
假设1g:

 

农村家庭农用机械数量越多,
 

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3)

 

家庭发展特征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良好的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来增加收入,
 

并有效降低

相对贫困的程度[21],
 

也有学者认为个体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导致相对贫困现象最根本的原因[22].
 

健康状况、
 

受教育程度都是人力资本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两者往往与收入水平有正向相关关系.
 

在家庭发展特征维

度,
 

考虑家庭成员患病情况、
 

医疗资源获取情况、
 

户主受教育程度3个指标.
 

大病病人、
 

慢病病人、
 

残疾人

的劳动能力比健康人员更弱,
 

其医疗方面的花销更高,
 

这类家庭较之健康家庭往往具有更低的收入和储

蓄,
 

无论是在当前生活水平还是在未来风险抵御方面都处于劣势.
 

农户受教育程度往往关系到其工作行

业、
 

增收途径以及对贫困风险的预估和应对能力,
 

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通常对应更高的工作回报.
 

家庭发展

特征维度有以下假设:
假设1h: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越好,
 

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假设1i:

 

医疗资源获取情况越好,
 

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假设1j:

 

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
 

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1.2.2 政策干预因素与相对贫困

在过渡期,
 

原有的精准扶贫政策有一定的延续性,
 

农村防返贫监测帮扶政策和机制逐步完善,
 

当前的

政策环境仍可能影响“家庭禀赋差异—相对贫困”的生成和传导路径.
 

有学者研究表明,
 

登记在建档立卡数

据库中的家庭,
 

无论是收入贫困、
 

多维贫困还是非贫困家庭,
 

都比未登记的贫困家庭从政府获得更多的公

共援助[23].
 

因此,
 

政策环境是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生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
政策干预因素维度纳入就业帮扶情况、

 

产业带动情况、
 

农户登记类型、
 

帮扶政策知晓度4个指标.
 

就

业和产业帮扶是当前政策干预中的最重要措施.
 

对于农户来说,
 

得到系统的就业帮扶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拓宽行业选择,
 

进而提高工资性收入;
 

得到科学的产业帮扶可以提升其农业生产效率,
 

进而提高经营性收

入.
 

巩固脱贫成果时期,
 

国家建立了防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将有返贫风险的农户称为监测户,
 

具体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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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由于突发严重困难户数量较少,
 

本文未做单独分析),
 

将无返贫致贫风险的建档立卡脱贫户称为稳定脱贫户,
 

其余农户为一般户,
 

不同类型的农户享受的帮扶政

策存在部分差异.
 

基于消除绝对贫困而制定的识别和帮扶政策是否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存在影响也值得深入

探究.
 

最后,
 

知晓政策是利用政策的前提,
 

更高的帮扶政策知晓度应该对应更低的相对贫困水平.
 

由此,
 

关

于政策干预有以下假设:
假设2a:

 

有就业帮扶的家庭发生相对贫困的可能性更小.
假设2b:

 

有产业带动的家庭发生相对贫困的可能性更小.
假设2c:

 

相较于其他类型农户,
 

一般户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更小.
假设2d:

 

知晓帮扶政策的家庭比不知晓帮扶政策的家庭发生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小.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1年末在X省开展的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调查.
 

选取X省作

为样本省份的原因在于:
 

第一,
 

X省农村地区广阔,
 

低收入人群基数大,
 

致贫因素在农村表现出多维特征,
 

能够较为全面地涵盖多样化的相对贫困发生类型;
 

第二,
 

X省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差距较大,
 

2021年绝对差距达3
 

896元,
 

在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中排名第11位,
 

农村家庭

的相对贫困特征突出且具有代表性.
 

具体抽样过程遵循随机抽样原则,
 

采取“县—乡—村—户”多段抽样方

法,
 

最终获得问卷1
 

0441份,
 

有效问卷10
 

322份,
 

有效率98.86%.
 

按农户户籍统计,
 

涉及33个区县、
 

153个乡镇(街道)、
 

278个村(社区).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探讨影响相对贫困的因素,
 

因此选取农户的相对贫困状态作为被解释变量,
 

并将其划分为

“相对贫困”状态和“非相对贫困”状态.
 

划定合理的相对贫困判断标准是测度相对贫困水平和探索其影响因

素的基础,
 

有必要进行详细讨论.
 

从根源上来讲,
 

相对贫困是基于收入相对差距的一种贫困类型,
 

常规的

测度指标就是收入的基尼系数,
 

但根据学者孙久文等[24]的判断,
 

我国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存在交叉,
 

且受

到城乡差距的影响,
 

以基尼系数为基础的相对贫困测度失真.
 

因此,
 

国内在相对贫困线划定方面还有较大

争论.
 

目前看来,
 

大部分学者在至少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即相对贫困标准采取以收入(以收入中位数为主)
为核心、

 

综合考量其他指标的相对贫困线划分方法.
 

从形式上看,
 

这一标准仍是一条数值确定的收入线,
 

其数值可能随时间推移进行调整.
 

确定某区域相对贫困线的普遍做法是,
 

以该区域居民收入的集中分布指

标作为基数值,
 

再乘一定的转化系数,
 

所得的收入值作为相对贫困的临界值.
综合考虑研究区域的现实和指标的可得性因素,

 

本研究对相对贫困线的划定遵循以下方法:
 

①
 

采用城

乡分别划线的方法.
 

由于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
 

统一的贫困线势必会拉高农村相对贫困标准,
 

降低识别的精准性.
 

②
 

选取各省统一而非全国统一的收入为基数,
 

这样不仅使相对贫困的识别更加精准,
 

也能够提高不同地区贫困治理对策的针对性.
 

③
 

虽然中位数有消除“被增长”效应的作用,
 

但从数据可得性

角度考虑选择平均数来反映其集中趋势.
 

④在转化系数的选择上,
 

多数学者建议使用40%~60%的系

数[24-26],
 

本文按照40%、
 

50%、
 

60%标准分别进行测度并比较.
 

遵循以上原则,
 

本文将相对贫困线划定为

低、
 

中、
 

高三个层次,
 

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
 

若农户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相对贫困线,
 

则该户被判断为“相
对贫困”状态,

 

否则为“非相对贫困”状态.
表1 相对贫困线划分标准

标准 转化系数/% 相对贫困线/元

低标准 40 7
 

240
中标准 50 9

 

050
高标准 60 10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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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解释变量

本文从农户家庭禀赋方面寻找可能的解释变量,
 

并结合西部农村减贫实际,
 

加入政策干预因素.
 

研究

假设分析中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家庭人口特征等4个维度,
 

最终筛选出劳动力占比等14个核心解释变量,
 

其

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格最后一列展示了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互关系的预期方向.
表2 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变量名称 赋值标准 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家庭人口特征 劳动力占比 家庭整劳动力与半劳动力之和占家庭人口比重 0.643 0.479 正向

少年儿童数量 农户家庭中15周岁及以下人数(人) 0.557 0.925 正向

老年人口数量 农户家庭中60周岁及以上人数(人) 0.999 0.869 正向

家庭经济特征 主要收入来源
生产经营性收入=1;

 

工资性收入=2;
 

财产性收

入=3;
 

转移性收入=4
2.475 0.986 -

享受低保情况 家庭成员1年内享受低保总金额的对数 2.720 4.121 负向

家庭信贷情况 未借扶贫小额信贷=0;
 

借了扶贫小额信贷=1 0.250 0.433 负向

农用机械数量
汽车、

 

机动三轮车、
 

拖拉机等运输工具和播种

机、
 

收割机、
 

打谷机等生产工具数量(台)
0.225 0.536 负向

家庭发展特征 家庭成员患病情况
家中无大病病人、

 

慢病病人、
 

残疾人=0;
 

家中有

大病病人、
 

慢病病人、
 

残疾人=1
0.643 0.479 正向

医疗资源获取情况 未签约家庭医生=0;
 

签约家庭医生=1 0.858 0.349 负向

户主受教育程度
文盲或半文盲=1;

 

小学=2;
 

初中=3;
 

高中=4;
 

大专=5;
 

本科及以上=6
2.129 0.663 负向

政策干预因素 就业帮扶情况
无家庭成员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0;

 

有家庭成

员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1
0.243 0.429 负向

产业带动情况 未参与入股分红=0;
 

参与入股分红=1 0.638 0.481 负向

农户登记类型
一般户=1;

 

稳定脱贫户=2;
 

脱贫不稳定户=3;
 

边缘易致贫户=4
1.790 0.643 -

帮扶政策知晓度
不知道防返贫帮扶政策=0;

 

知道防返贫帮扶政

策=1
0.732 0.443 负向

2.3 模型构建

2.3.1 相对贫困测量方法

本文将衡量贫困的常用指标贫困发生率(Poverty)、
 

贫困深度(Depth)与贫困强度(Intensity)引入相对

贫困测量,
 

借鉴Foster等[27]的研究,
 

采用FGT指数测量相对贫困,
 

具体公式如下:

Pδ =
1
n∑

q

i=1

z-si

z  
δ

(1)

式中,
 

Pδ 表示样本家庭的相对贫困状况,
 

δ取值为0、
 

1、
 

2时,
 

Pδ 分别表示相对贫困发生率(H)、
 

相对贫

困深度指数(PG)、
 

相对贫困强度指数(SPG).
 

n 为农村家庭农户总数,
 

q 为相对贫困家庭的数量,
 

z 为相

对贫困线,
 

si 表示第i个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
2.3.2 Logistic回归模型

由于本文对贫困的测量结果是分类变量,
 

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
 

且已有实证研究发现,
 

相

较于OLS模型,
 

Logistic模型在农村贫困预测方面更加准确[28].
 

模型表达式为:

ln pi

1-pi  =α+∑
n

k=1
βkxk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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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i=P(yi=1|x1i,
 

x2i,
 

…,
 

xni)是在给定x1i,
 

x2i,
 

…,
 

xni 的情况下事件的发生概率.
 

i表示第

i个样本,
 

k表示第k个指标,
 

共有n个指标,
 

xni 表示第i个样本在第n个指标上的表现.
 pi

1-pi
为事件

的发生比(事件发生概率与事件不发生概率之比).
 

α为截距项,
 

β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测度

3.1.1 不同标准下相对贫困整体测度

相对贫困发生率反映相对贫困发生广度,
 

其数值越大,
 

表示相对贫困家庭覆盖范围越大.
 

相对贫困深

度考虑了相对贫困个体与相对贫困线之间的差距,
 

其数值越大,
 

表示相对贫困家庭距相对贫困线越远.
 

相

对贫困强度对收入累退转移敏感,
 

反映相对贫困家庭之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29].
 

不同标准下的农村家庭相

对贫困整体测度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标准下的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整体测度

标准 相对贫困线/元 相对贫困发生率/% 相对贫困深度 相对贫困强度

低标准(40%) 7
 

240 18.57 0.039
 

9 0.015
 

2

中标准(50%) 9
 

050 30.59 0.081
 

6 0.031
 

6

高标准(60%) 10
 

860 42.02 0.128
 

1 0.054
 

1

  由表3可知,
 

按照低标准测算,
 

目前样本地区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率为18.57%,
 

与使用中国住户调查

数据库预测的结果大体一致[5],
 

因此,
 

当前X省宜采用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标准作为相对

贫困线.
 

随着相对贫困标准的提高,
 

3个相对贫困特征值均呈上升趋势.
 

在以更高标准测定相对贫困时,
 

相

对贫困的复杂性和贫困群体内部的不均衡性凸显,
 

具体表现为相对贫困发生率高,
 

贫困家庭与相对贫困线

的差距拉大,
 

贫困家庭之间收入不平等加剧.
3.1.2 西部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分类测度

精准扶贫系列政策文件均沿用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贫困标准[30],
 

在贫困户和贫困村识别时遵循多维

贫困导向,
 

因此,
 

精准扶贫时期识别和分类的农户在相对贫困治理情境下仍有参考意义,
 

对不同类型的农户和

行政村有必要进行分类讨论.
 

在低标准下不同类型农户和不同属性村的相对贫困特征如表4所示.
表4 西部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分类测度

类型 分类 相对贫困发生率/% 相对贫困深度 相对贫困强度

农户属性 一般户 21.72 0.035
 

2 0.008
 

3

稳定脱贫户 15.80 0.038
 

8 0.017
 

1

脱贫不稳定户 31.54 0.071
 

1 0.027
 

9

边缘易致贫户 32.52 0.078
 

8 0.033
 

0

村属性 一般村 18.87 0.040
 

5 0.015
 

4

脱贫村 18.21 0.039
 

1 0.015
 

0

  测度结果显示,
 

稳定脱贫户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最低,
 

而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贫户相对贫困发生率

和相对贫困深度较高,
 

约为一般户和稳定脱贫户的2倍,
 

同时,
 

其相对贫困强度达到一般户的3~4倍.
 

此

外,
 

一般户中同样有超过20%的相对贫困家庭,
 

这一群体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同样不容忽视,
 

但其相对贫困

深度和强度较低,
 

减贫难度较小.
 

从村域角度来看,
 

一般村和脱贫村的相对贫困特征较为相似,
 

一般村略

高于脱贫村.
3.2 整体回归结果分析

3.2.1 模型估计结果

为排除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
 

在回归分析前,
 

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
 

结果显示,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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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8,
 

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很小.
 

运用Stata软件对10
 

322份样本进行回归

处理,
 

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西部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因素整体回归结果

维度 指标 Coef. P>z

家庭人口特征 劳动力占比 -0.384*** 0.000

少年儿童数量 0.355*** 0.000

老年人口数量 0.191*** 0.000

家庭经济特征 主要收入来源(生产经营性)

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 -0.752*** 0.000

主要收入来源(财产性) 0.774*** 0.000

主要收入来源(转移性) 0.586*** 0.000

享受低保情况 0.032*** 0.000

家庭信贷情况 -0.013 0.818

农用机械数量 0.003 0.939

家庭发展特征 家庭成员患病情况 0.231*** 0.000

医疗资源获取情况 -0.257*** 0.000

户主受教育程度(文盲或半文盲)

户主受教育程度(小学) 0.056 0.380

户主受教育程度(初中) 0.082 0.288

户主受教育程度(高中) -0.316* 0.076

户主受教育程度(大专) -0.470 0.257

户主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 0.431 0.274

政策干预因素 就业帮扶情况 -0.910*** 0.000

产业带动情况 -0.149** 0.014

农户登记类型(一般户)

农户登记类型(稳定脱贫户) 0.252*** 0.000

农户登记类型(脱贫不稳定户) 0.683*** 0.000

农户登记类型(边缘易致贫户) 0.797*** 0.000

帮扶政策知晓度 -0.172*** 0.000

检验 Prob>F 0.000

Pseudo
 

R2 0.150

  注:
 

***,
 

**,
 

*分别表示变量在1%、
 

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从回归结果可见,
 

回归检验的P 值小于0.01,
 

说明样本具有较高的显著性,
 

模型拟合度较好.
 

具体分

析如下:
(1)

 

家庭人口特征与相对贫困的关系

劳动力占比与相对贫困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性,
 

少年儿童数量和老年人口数量与相对贫困存在显著正

向相关关系,
 

与假设1a、
 

1b、
 

1c一致.
 

从样本数据来看,
 

农村无劳动年龄人口家庭占比22.37%,
 

其余家庭

的平均人口负担比为0.7707,
 

超出国际标准0.5的“人口机会窗口”[31],
 

这与目前X省农村劳动力人口外

流、
 

实际居住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一致,
 

在经济指标上表现为人口规模对于支出的增长效应超过了其对于收

入的影响,
 

印证了劳动力在家庭增收中的作用.
 

在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的背景下,
 

农村家庭中的少年儿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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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校,
 

不能提升家庭收入水平,
 

且需要家庭负担其生活开支,
 

教育的反贫困效应在该阶段尚未显现,
 

因

此,
 

少年儿童数量较多的家庭往往面临更大的相对贫困风险.
 

而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力弱、
 

健康状况差,
 

较

低的劳动能力和较高的医疗支出从两个方面增加了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
(2)

 

家庭经济特征与相对贫困的关系

主要收入来源与相对贫困有较强相关性,
 

与假设1d一致.
 

不同收入来源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

性存在显著差异,
 

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的家庭相较于生产经营性收入为主的家庭更容易陷入相

对贫困,
 

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最小.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转移性补贴具有兜底

性质,
 

是消除农村弱势群体绝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但在较高的贫困标准下发挥的作用有限,
 

若农户以此为

主要收入来源,
 

则很可能仅超出绝对贫困标准而难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当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仍是土地流转,
 

但西部农村地区耕地受地形和土质限制较大,
 

以此为主的财产性收入虽然稳定但金额较

低,
 

难以有效发挥减贫效应.
 

农户外出务工工资一般高于农业生产收入,
 

且务工收入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控

因素影响较小,
 

因此,
 

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更小.
享受低保情况与相对贫困具有正向相关关系,

 

即家庭成员享受的低保金额越多,
 

相对贫困的发生率

越高,
 

与假设1e一致.
 

这一结果与常识相悖,
 

一般认为农村低保作为农村家庭转移性收入的重要部分,
 

为困难群体提供兜底措施,
 

成为该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另一方面,
 

享受低保的农村居民多为半

弱劳动力,
 

或无劳动能力,
 

越高的低保金额往往意味着更严重的劳动力缺失,
 

可能存在反向因果.
 

且如

前文所述,
 

低保政策遵循差额补助原则,
 

仅补齐困难农户最低生活所需,
 

因此,
 

在更高的收入标准下能

够发挥的作用有限.
家庭信贷情况和农用机械数量与相对贫困的相关关系均不显著.

 

据调查,
 

样本区域农户在2021年受疫

情和灾情影响较为严重,
 

利用信贷投资和发展的种养殖产业回报率低.
 

在借了信贷的2576户家庭中,
 

有

82.07%的农户表示信贷的增收效果有限,
 

来年续贷意愿低.
 

此外,
 

根据井睿等[32]学者的测算,
 

我国西部地

区耕地集约度在全国各区域中最低,
 

主要表现为灌溉指数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水平低下.
 

样本区域所在的西

南地区以高原、
 

山地为主,
 

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机械动力投入少,
 

在农户层面表现为农村家庭

的农用机械数量总体较少、
 

使用率不高,
 

其与相对贫困的关系不显著.
(3)

 

家庭发展特征与相对贫困的关系

家庭成员患病情况与相对贫困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医疗资源获取情况则与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相

关性,
 

与假设1h、
 

1i一致.
 

农户身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劳动力质量,
 

大病病人、
 

慢病病人、
 

残疾

人等往往是弱劳动力或无劳动力人口,
 

其对家庭增收的贡献较小.
 

而家庭签约医生以家庭为单位提供医疗

服务,
 

与健康帮扶的精准性高度契合,
 

成为农户便捷获取医疗资源的重要方式,
 

家庭签约医生政策的推广

在相对贫困治理方面也发挥一定积极作用.
 

户主受教育程度与相对贫困的相关性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样

本中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超过95%的户主学历集中在初中及以下,
 

而教育的减贫效应往往需要较

长的周期才能显现,
 

在当前阶段仍不明显.
(4)

 

政策干预因素与相对贫困的关系

就业帮扶情况、
 

产业带动情况和帮扶政策知晓度与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性,
 

与假设2a、
 

2b、
 

2d一致.
 

就业帮扶包括提供务工信息、
 

组织技能培训、
 

发放交通补贴、
 

安排公益性岗位、
 

帮扶车间

吸纳就业等手段,
 

多种帮扶政策分别针对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人口,
 

不仅引导青壮年劳动力就业务工,
 

还

利用就近就业务工方式帮助解决农村基数庞大的弱、
 

半劳动力就业问题,
 

提高农村家庭的工资性收入.
 

结合上文主要收入来源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分析可知,
 

就业帮扶措施对于有劳动力的农村家庭来说具有

更强的减贫效应.
产业带动的增收效果较好,

 

特别是参与合作社入股分红,
 

这也表明“三变改革”在样本区域已初见成

效.
 

在样本区域,
 

产业带动的结果更多表现为增加农户的财产性收入,
 

农户可以土地、
 

资金等形式入股

村内合作社并签订分红合同,
 

每年从合作社经营收入中按股份获取一定比例的分红,
 

这是农村家庭财产

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样本区域中有60%以上的农户参与合作社入股分红,
 

这对于盘活农村家庭的闲置

22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5卷



资产具有积极作用,
 

也是农村家庭一项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因而享受产业带动的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

风险较低.
从农户自主性角度来看,

 

知晓帮扶政策是利用政策摆脱贫困的前提,
 

较高的政策知晓度不仅对应更多

样的脱贫路径和发展选择,
 

而且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积极的发展意愿.
 

在样本区域,
 

防返贫帮扶政

策知晓率超70%,
 

农户对帮扶政策越熟悉,
 

越便于向外部借力,
 

其作用在产业带动和就业帮扶的增收效果

上也有印证.
从农户登记类型来看,

 

边缘易致贫户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最高,
 

脱贫不稳定户次之,
 

稳定脱贫户再次,
 

一般户的风险最低,
 

与假设2c一致.
 

在脱贫攻坚时期识别的贫困户往往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
 

虽然从

“两不愁三保障”等基础性指标来看已经稳定脱离贫困,
 

但以相对贫困的更高标准来衡量,
 

这类农户仍需要

持续关注.
 

边缘易致贫户在脱贫攻坚时期未经过建档立卡和系统帮扶,
 

一方面属于低收入群体,
 

处于收入

达标的边缘,
 

另一方面这些家庭往往存在因病、
 

因学、
 

因缺劳力等返贫风险,
 

一旦产生短期大额支出或长

期持续支出,
 

极易从相对贫困状态滑落到更加严重的贫困陷阱中.
3.2.2 边际效应分析

Logistic模型的参数含义不直观,
 

仅能提供显著性和相关方向方面的信息,
 

不能显示各个解释变量与

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程度.
 

因此,
 

进一步计算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西部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由图2可知,
 

就业帮扶和工资性收入来源与相对贫困的负向相关性较强,
 

开发性帮扶措施可能具有更

强的相对贫困减贫效应.
 

相反地,
 

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的家庭与相对贫困的正相关性较强,
 

可

见农村家庭以这两类收入作为主要收入难以摆脱相对贫困,
 

降低农户对转移性收入的依赖和提高财产性收

入水平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必然趋势.
 

从农户登记类型来看,
 

边缘易致贫户和脱贫不稳定户更容易陷入相对

贫困,
 

可见,
 

当前建立的防返贫监测和帮扶体系在相对贫困人群识别方面也较为精准,
 

边缘易致贫户和脱

贫不稳定户需要更多关注.
3.3 分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政策环境对“家庭禀赋差异—相对贫困”传导路径的影响,
 

按农户最为突出的政策特征

“是否曾纳入建档立卡系统”将样本农户分为一般户和建档立卡户,
 

按行政村最突出的政策特征“是否属于

原贫困村”将样本村分为一般村和脱贫村,
 

对两类农户和两种村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6所示.
分农户类型的回归结果表明,

 

在多数指标与相对贫困的相关性上,
 

两类农户无明显差异,
 

但在享受低

保情况和医疗资源获取情况方面有所不同.
 

一般户享受低保情况的估计结果与总样本一致,
 

而脱贫户的相

关性不显著.
 

根据前文分析,
 

脱贫户的相对贫困深度和强度更大,
 

整体与相对贫困线的距离较远、
 

群体内

32第4期  
 

 朱琳,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X省的实证
 



部收入差异较大,
 

以最低标准进行统一补差的帮扶措施效果有限,
 

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
 

需要更有针对性

的差异化帮扶措施.
 

在医疗资源获取情况上,
 

一般户呈显著负相关,
 

脱贫户的相关性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

于脱贫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而一般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覆盖率仅为72.87%,
 

该指标在脱贫户

群体内区别度不大.
表6 西部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分样本回归结果

维度 指标
一般户

Coef. P>z
建档立卡户

Coef. P>z
一般村

Coef. P>z
脱贫村

Coef. P>z
家庭人口特征 劳动力占比 -0.188* 0.058 -0.519*** 0.000 -0.351*** 0.000 -0.426*** 0.000

少年儿童数量 0.355***0.000 0.355*** 0.000 0.364*** 0.000 0.356*** 0.000

老年人口数量 0.266***0.000 0.193*** 0.000 0.198*** 0.000 0.173*** 0.000

家庭经济特征 主要收入来源(生产经营性)

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 -1.178***0.000 -0.547*** 0.000 -0.941*** 0.000 -0.456*** 0.000

主要收入来源(财产性) 0.617* 0.057 0.759*** 0.004 0.649** 0.015 0.949*** 0.001

主要收入来源(转移性) 0.314** 0.017 0.819*** 0.000 0.442*** 0.000 0.746*** 0.000

享受低保情况 0.091***0.000 0.000 0.964 0.045*** 0.000 0.030*** 0.000

家庭信贷情况 0.000 0.045 0.445 0.081 0.277 0.031 0.690

农用机械数量 0.023 0.752 0.008 0.884 -0.073 0.187 0.065 0.275

家庭发展特征 家庭成员患病情况 0.229***0.006 0.192*** 0.002 0.188*** 0.004 0.293*** 0.000

医疗资源获取情况 -0.342***0.000 -0.087 0.400 -0.140* 0.072 -0.280*** 0.003

户主受教育程度(文盲或半文盲)

户主受教育程度(小学) -0.038 0.713 0.062 0.475 0.017 0.844 0.135 0.151

户主受教育程度(初中) 0.161 0.216 0.032 0.757 0.083 0.429 0.098 0.390

户主受教育程度(高中) -0.351 0.239 -0.307 0.184 -0.370 0.104 -0.289 0.313

户主受教育程度(大专) -1.158 0.125 0.010 0.985 0.177 0.730 -1.371* 0.054

户主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 0.455 0.399 0.232 0.695 0.467 0.336 0.115 0.866

政策干预因素 就业帮扶情况 -0.507***0.000 -1.119*** 0.000 -0.803*** 0.000 -1.028*** 0.000

产业带动情况 0.000 -0.156** 0.013 -0.061** 0.490 -0.139* 0.080

帮扶政策知晓度 -0.213***0.006 -0.152** 0.019 -0.154** 0.014 -0.144* 0.050

检验 Prob>F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132 0.157 0.147 0.150

  注:
 

***,
 

**,
 

*分别表示变量在1%、
 

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分村属性的回归结果表明,
 

在多数指标与相对贫困的相关性上,
 

两类村的农户无明显差异,
 

但在农用

机械数量方面有所不同,
 

一般村的此项指标与相对贫困呈负向相关,
 

而脱贫村的相关性不显著.
 

周扬等[33]

学者的研究表明脱贫村与一般村在地理条件方面具有较大差异,
 

地理要素尤其是地形条件和资源禀赋对贫

困地域分异具有显著驱动作用,
 

海拔越高,
 

坡度越陡,
 

贫困村数量越少,
 

贫困程度越高.
 

而农用机械的使用

在一般村和脱贫村之间同样存在差异,
 

一般村较为有利的地形条件提高了机械使用率,
 

而脱贫村的地形条

件往往难以支持农用机械的使用.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借鉴钱力等[34]的做法,
 

变换模型对原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
 

分别使用

Probit模型和OLS模型,
 

限于篇幅,
 

文中仅展示低标准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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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Probit回归和OLS回归稳健性检验

维度 指标
Probit回归

Coef. P>z
OLS回归

Coef. P>z
家庭人口特征 劳动力占比 -0.238*** 0.000 -0.088*** 0.000

少年儿童数量 0.207*** 0.000 0.107*** 0.000

老年人口数量 0.108*** 0.000 0.059*** 0.000

家庭经济特征 主要收入来源(生产经营性)

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 -0.465*** 0.000 -0.269*** 0.000

主要收入来源(财产性) 0.438*** 0.000 0.311*** 0.000

主要收入来源(转移性) 0.343*** 0.000 0.259*** 0.000

享受低保情况 0.018*** 0.000 0.011*** 0.000

家庭信贷情况 -0.010 0.750 -0.015 0.351

农用机械数量 0.003 0.905 0.000 0.980

家庭发展特征 家庭成员患病情况 0.130*** 0.000 0.069*** 0.000

医疗资源获取情况 -0.143*** 0.000 -0.081*** 0.000

户主受教育程度(文盲或半文盲)

户主受教育程度(小学) 0.032 0.393 0.023 0.289

户主受教育程度(初中) 0.049 0.284 0.034 0.181

户主受教育程度(高中) -0.200* 0.052 -0.080* 0.083

户主受教育程度(大专) -0.258 0.266 -0.124 0.261

户主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 0.214 0.363 0.108 0.393

政策干预因素 就业帮扶情况 -0.529*** 0.000 -0.310*** 0.000

产业带动情况 -0.088** 0.013 -0.047*** 0.008

农户登记类型(一般户)

农户登记类型(稳定脱贫户) 0.138*** 0.000 0.086*** 0.000

农户登记类型(脱贫不稳定户) 0.402*** 0.000 0.250*** 0.000

农户登记类型(边缘易致贫户) 0.476*** 0.000 0.283*** 0.000

帮扶政策知晓度 -0.103*** 0.000 -0.057*** 0.000

检验 Prob>F 0.000 0.000

Pseudo
 

R2 0.151 0.271

  注:
 

***,
 

**,
 

*分别表示变量在1%、
 

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由表7可知,
 

Logistic回归中显著的10项指标依旧显著,
 

结果的回归系数有所不同,
 

但所得结论基本

一致,
 

表明上文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
 

随着相对贫困线划分标准的提高,
 

西部地区农村的相对贫困特征值呈上升趋势,
 

当前X省乃至其

代表的西部农村地区适宜采取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作为相对贫困线.
(2)

 

一般村和脱贫村相对贫困发生率、
 

相对贫困深度、
 

相对贫困强度较为相似;
 

不同类型农户中,
 

稳定

脱贫户相对贫困发生率最低,
 

为15.80%,
 

其次为一般户,
 

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相对贫困发生率

较高,
 

分别为31.54%和32.52%,
 

同时,
 

这两类农户的相对贫困深度和强度均高于其他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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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样本区域,
 

家庭劳动力占比、
 

主要收入来源、
 

享受低保情况、
 

家庭成员患病情况、
 

医疗资源获取

情况、
 

就业帮扶情况、
 

产业带动情况、
 

农户登记类型、
 

帮扶政策知晓度与相对贫困的相关性较显著,
 

就业帮

扶情况和工资性收入来源与相对贫困的负向相关性较强,
 

财产性收入来源、
 

转移性收入来源、
 

边缘易致贫

户和脱贫不稳定户与相对贫困的正向相关性较强.
4.2 对策建议

(1)
 

加快构建合理的公共资源分配体系,
 

在分类施策的同时,
 

注重提升政策的公平性导向.
 

多数学者

建议相对贫困线10年调整一次[35],
 

采用50%甚至更高标准的相对贫困线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相对贫困的

深度和强度也随之加大,
 

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
 

弥合收入差距将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

任务,
 

而有研究表明西南丘陵山区政府、
 

社会与农户之间的交互存在滞后性[36-37].
 

因此,
 

在当前阶段的政

策设计中,
 

就应更加关注帮扶政策的公平性,
 

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2)

 

不同类型农户的相对贫困表现存在差异,
 

需要根据不同人群和区域的相对贫困现状,
 

设置阶梯式

救助政策,
 

既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又兼顾政策的普适性.
 

针对性是指吸取精准扶贫时期因人因户施策的经

验,
 

关注不同家庭的差异化致贫原因,
 

有目标地“精准滴灌”.
 

普适性是指帮扶措施需要照顾到绝大多数的

相对贫困群体,
 

帮扶对象不能简单延续绝对贫困时期的建档立卡户,
 

而应该以相对贫困的判别体系进行新

一轮的识别,
 

避免将部分相对贫困群体排斥在帮扶措施外.
(3)

 

过渡期延续的帮扶政策在缓解相对贫困方面仍有积极作用,
 

而在下一阶段,
 

因类施策成为相对贫

困治理的关键,
 

政策目标应聚焦多维度改善农户家庭禀赋,
 

以提升其增收能力并优化收入结构.
 

一方面要

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相对贫困群众参与产业、
 

就业、
 

创业等技能培训,
 

及时纠正产业就业培训中不精准、
 

表

面化问题.
 

另一方面要抓好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链接,
 

精准把握农户需求,
 

将增产增收作为培训目标,
 

使

设计、
 

选择的帮扶项目精准匹配农户参与能力和实际需求,
 

做好“培训—就业/增产—增收”的有效衔接.
 

从

医疗供给、
 

健康服务、
 

宣传教育等方面入手,
 

提高农户健康水平,
 

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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